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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后抑郁是产褥期妇女常遇到的心理卫生问题，发病率较高，严重影响产妇及新生儿

健康。产后抑郁病因多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区心理干预对产后抑郁的防治具有良好效

果和诸多优势。本文就产后抑郁的流行现状、发病危险因素及社区心理干预在其防治中的相关研究

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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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PPD）常

发生在产后 2 ～ 6周内，以悲观、沮丧、过分担忧婴

儿、易怒、哭泣为主要表现，严重者还可有自杀行

为，严重影响母婴健康［1］。有研究显示，产妇过度

的抑郁与焦虑会减少机体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

使得宫缩乏力，增加产后大出血的发生率［2］。患

有 PPD 的产妇催乳素水平较正常产妇减少，泌乳

量减少，加之产妇情绪低落，从而影响婴儿的哺

乳，妨碍母婴关系的建立，对婴儿身心健康及成

长同样能造成较大影响［3］。然而，大多数医护人

员，尤其是基层医生，以及产妇本身均对该病认

识不足，常导致不能及时的筛查、诊断与就诊，

错过了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本文总结了近年来

有关 PPD 发病危险因素及社区心理干预的相关

研究进展，以期为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预防及治

疗 PPD 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帮助。

1  产后抑郁流行病学研究

目前，据相关研究报道，世界范围内 PPD 发

病率最低可为 1．9%，最高可达 82．1%［4］。地域

分布上也显示出较大差异。国外 PPD 发病率约

5% ～ 60．8%，而在经济发展欠佳的发展中国家发

病率较高，在我国国内约 7．3% ～ 34．9%［5-7］，

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一项有关 PPD 发生率的

Meta 分析显示［8］，截至 2013 年我国 PPD 发病率

在 1．1% ～ 52．1% 之间，平均发病率为 14．7%，

且不同地区发病率差异明显，直辖市最低，县级

地区最高，且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发病率逐渐升

高，提示我国 PPD 流行情况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分

布差异性。胡［9］等对 1238 例产妇进行了纵向研

究发现，在产后 1、4、8 及 12 周抑郁发生率分别

为 10．08%、9．98%、8．64% 及 2．36%，发生率随

产后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并且发现 35 岁以上产

妇产后 1 周和 4 周抑郁发生率明显高于 35 岁以

下人群。在目前我国二孩政策开放的大背景下，

产妇数量急剧增加，加之目前社会人群普遍生活

工作压力较大，PPD 发病率不容乐观，因此，我

们应当更加重视 PPD 的科普、筛查、预防及治疗

干预工作。

2  产后抑郁发病危险因素

2．1   生物因素 有研究表明产妇年龄可影响

PPD 的发病情况，年龄过大或过小 PPD 发病概率

均有所增加，31 ～ 35 岁之间是 PPD 发病率最低

的年龄段［10］。机体激素水平也是影响 PPD 的重

要因素之一，产妇在妊娠期间众多激素水平会发

生较大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产妇情绪状态，从

而参与到 PPD 的发病进程中。Skrundz［11］等发

现产后发生 PPD 的产妇组外周血浆催产素水平较

无 PPD 组明显降低，同时也证明了催产素是 PPD

发病及症状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因子。此外，色

氨酸水平也能影响 PPD 发病，当机体色氨酸水平

降低时抑郁的发病风险将增加［12］。免疫系统也在

PPD 的发病中发挥作用，Cassidy-Bushrow［13］发

现外周血中 IL-1β、IL-6、IL-10 等炎性因子水

平在 PPD产妇中表达异常，可能参与 PPD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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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精神因素 有研究指出，性格内向、

多疑、情绪不稳定、偏执等性格的产妇有更高的

抑郁倾向［14］。毛［15］等对上海市嘉定区内的 2603

名产妇开展现况调查，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既往精神疾病史、个性敏感、对产检的异常结

果过于担心等均是 PPD 的独立危险因素。蔡和

Silva［4，16］等均发现焦虑情绪与 PPD 呈正相关，

是 PPD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2．3   人口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因素 何［3］等

对 398 例产妇进行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在婴儿

性别、睡眠质量、婴儿健康、夫妻关系、家庭收

入、工作压力方面，PPD 组和非 PPD 组有着显著

的差异；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预期婴儿性别、

夫妻关系和工作压力是 PPD 发病的影响因素。

李［17］等对 85 例正常产妇和 85 例发生 PPD 的产

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首次分娩、经济基础差、

缺乏家人关怀是 PPD 发生的高危因素。同样有

研究证实了经济水平较好是 PPD 发生的保护性

因素［18］。另外，婴儿的喂养方式同样能够影响

PPD 发生，有研究指出，采用人工喂养和混合喂

养方式的产妇 PPD 发病风险比母乳喂养的高出

近 2 倍［19］。

3  产后抑郁的社区干预

社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个体与之

朝夕相处，产妇作为一类特殊人群，其产后恢复又

主要在社区进行，若在社区开展心理健康管理，

能够扩大我国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的覆盖面，减轻

上级医疗机构的压力，降低心理卫生工作的可及

性，人民群众也能便捷、高效地获得心理健康支

持，对防治 PPD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妊娠甚至是

产后哺乳期的妇女而言，不适当的甚至是滥用的

抗抑郁药物将会对母婴行为、情感、认知、神经发

育等方面产生严重影响［20］，因此，心理干预是治

疗 PPD 的优选方式。

心理干预的手段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人际

关系疗法、正念干预等。张［21］等在社区对确诊为

PPD 的产妇进行心理干预，其主要方式有一般性

心理疏导：健康宣教，科学耐心的解释与疏导；

认知行为疗法：纠正产妇错误的观念，消除其紧

张、焦虑情绪；家庭支持：让产妇主要家庭成员参

与其中，对产妇进行关怀与疏导，使其感受到温

暖，获得家庭支持；结果发现干预组产妇的抑郁

评分较非干预组明显降低，效果十分良好。罗［22］

等将所在社区服务中心的 94 例 PPD 患者随机分

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

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心理干预，主要包括健

康教育、开导产妇、指导家庭成员照顾等方式，

结果显示干预组在干预后抑郁自评量表和爱丁堡

孕产期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s 

Scale，EPDS）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下降，而对照

组则无显著变化。姚［23］等对 280 例孕妇在孕 12

周时建卡登记，筛选出具有 PPD 高危因素的孕妇

102 例，随机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除

常规保健外，全程给予基于社区的心理干预，主要

包括社区联合综合性医院进行 4 次心理健康教育

讲座，指导孕妇情绪管理、指导家庭成员照顾孕

妇、指导孕期保健及产后喂养方式等；另外，在分

娩时全程由丈夫陪伴支持，对发生明显抑郁的产

妇进行认知治疗、行为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音

乐疗法等；在产后 3d、产后第 2、4 及 8 周运用多

种抑郁量表进行评估，结果显示 4 个时间点，实验

组产妇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社区心理干预效

果明显。黄［24］等选取所在社区产后 5 ～ 42d 的

产妇 600 例，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除常规

护理外，增加社区家庭医师对其进行心理干预，

包括心理健康授课、发放心理教育宣传册、上门

访视进行心理疏导、抑郁严重患者及时请精神专

科医师介入干预等措施，B 组仅采取常规护理。

分别在产后 3 个月和产后 6 个月记录两组人群产

后抑郁筛查量表和 EPDS 量表评分，结果显示在

产后 3 个月和 6 个月，A 组两量表评分均低于干

预前，且明显低于同期的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这些研究均显示，开展社区心理干预能有效

防止 PPD 发生，对维护产妇及新生儿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

综上，PPD 在我国乃至全球发病率均较高，

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生活压力加大，有逐

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母婴健康以及社会和谐。

PPD 发病受多种因素影响，其机制十分复杂，涉

及生理、心理、人口学、社会学等众多因素，可以

针对相关因素开展预防及干预措施。对深受 PPD

困扰的产妇及家庭，开展基于社区的心理干预具

有高效便捷、经济可及、成本及副作用低等诸多

优势，可覆盖于产前 - 产中 - 产后等全过程、全

阶段，对优化我国卫生资源配置、降低卫生经济支

出、提升孕产妇生活质量、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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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且其效果良好，值得广泛推广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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